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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家治理之道
杨光试  杨森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都围绕着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现代性国家问题。1978年开启的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则是围绕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政府打赢了互为因果关系的“三大战役”，才走到今天。第一场战役就是最有挑战性的“政治战役”。这是在改革开放10年时的一次政治遭遇战，即在世界范围内所谓“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强大的国家自主性使得中国度过这场危机，从而也就为未来的各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第二次是“技术战役”，即中国拥抱互联网。这一战役发生在政治遭遇战后的第二年即1991年（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考虑，这一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三次战役是“经济战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把中国的经济体制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2001年果敢地加人WTO。有了稳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互联网把中国和世界在技术上连接起来，WTO把中国和世界在经济上融合起来，中国犹如归海之蛟龙，在全球化体系中如鱼得水，大显身手。

经历了“三大战役”，有了这几个关键点，才有今天的“40年”这个大话题，才有“中国模式”之说，才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说。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极端贫困的国家，40年间就成为人均CDP接近1万美元的国家，其意义不亚于英国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的变化。中国是第一个通过自身发展而非战争掠夺发展起来的国家。所以，改革开放40周年的2018年，不但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中国时刻”。如何看这40年，如何总结其成功之秘笈，必然是全球思想界的热门话题，各有不同的答案。
这个大问题不但是学术性的，更是政治性的。套用亨廷顿的话说，本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作品，更不是那种“掉书袋”式的卖弄。我们的志趣在于思想对话，我们追求的是解决问题。不进入“政治”场域的“学”毫无意义。这是“政治学”的学科规定性所决定的。我们深深地理解，成就越大，代价也越大，教训也越多；但是历史的书写总是要聚焦于结果性模式的成就，而不会停留在各种过程性代价的讨论上。对结果性模式的总结就难免省略一些过程性的细节，这是众所周知的一种知识论。笔者对40年的过程性模式的总结是“坚持方向，包容混合”；这一过程所导致的结果性模式契合了现代性“好政治”的一般原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

一、“百年马拉松”：自由主义秩序与社会主义秩序之争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近代以来有三大意识形态，分别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是一种因时因地的哲学，可以和任何秩序联姻，因此，近代以来的人类秩序主要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笔者看来，自由主义价值的核心要素是个人权利（本体论）、资本权力（组织力量）和自由（终极价值）；相对而言，社会主义的核心要素是人民主体性（本体论）、组织性（政党）和公正（终极价值）。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200年左右的时候，遇到了社会主义的挑战，从此开始了自由主义秩序与社会主义秩序的“百年马拉松”式的竞争。

作为一种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制度和事业，正如自由主义的实践屡遭挫败一样，社会主义的事业也并非一帆风顺，因此才有了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即自由主义民主对社会主义民主、对民族主义政权的冲击。在美国，出现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之说被颠倒过来了，即所谓的“资本主义必然胜利”。然而，一个代表特定阶层即资本阶层的意识形态怎么就变成了“必然胜利”？变成了“历史终结论”？非资本阶层的人甚至受制于资本阶层而不能自拔的人，为什么也相信这种神话？

建构起来的“世界”在现实中到底如何呢？自由民主听起来很美好。但是，自由的前提是法治，社会最重要的是法治；民主背后有权威，你说要民主，不可能不要权威。所以，自由民主掩盖了很多东西。这样一个理论在新时期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笔者称之为“百慕大三角区”：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治理社会化。这“三化”都是去政府化、去国家化，强调的是个体权利；而发展中国家本来就组织不起来，如果再强行推行“三化”方案，那就会出大问题。这就是民主的“第三波”普遍性地失败的根本原因。

比较而言，经历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冲击的中国，事实上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中最重要的制度即社会主义民主国体。这一制度在比较中更显优势，当然并非没有挑战。

只有比较，才能“发现”中国。比较研究首先是可比性问题。这里既有国家规模问题，也有国家建设的历史阶段问题。全世界人口过亿的国家只有12个，其中实现工业化的俄罗斯、美国和日本所走过的路世人都知道。掠夺对其发达很重要。比如日本借助《马关条约》掠夺了中国2.3亿两白银，比其两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多，日本从此成为强国。其余9个人口过亿的国家是：亚洲的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尼和菲律宾，非洲的尼日利亚，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比较研究发现了什么呢？1：8，即只有1个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其余8个全是西式民主。美国经济学学者按照制度主义的套路，提出所谓包容性制度与榨取型制度是国家兴衰的根，宣称贫困国家想要富裕，只能先政治转型即走向自由民主，并大赞转型后的巴西。巴西今天怎么样了？政治恶斗不止何来包容性增长？

比较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滞后性，使得有些人把碎片化知识乃至虚假的知识当做信仰，并把碎片化知识道德化，以为自己占据了道德高地。我们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新常识而不能把虚假的知识当做常识。

二、社会主义秩序的实现之道：坚持人民主体性的政党

社会主义的本体论是人民性，终极价值是公正。但是，人民性和公正都不会自动实现，需要一个坚持人民主体性的政治组织去整合制度性资源，需要一个代表性政党体现人民性。这就需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性。在中国，这个政治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党性体现在人民性之中。

别说中共不能变成美国式的多元主义政党，就是变成派别林立的国民党，那也将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灾难。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力来自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性，来自共产党的代表性；代表性来自团结性。对此，习近平直率地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党中央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就是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而这项工作做得越早、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好。”这些利益集团的存在，表面上看是败坏了政治生态，根本上是社会结构利益集团化，其对社会公正和人民主体地位的侵害的程度，决不能低估。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苏共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特权阶层的利益集团化。这个阶层是后来改革的根本阻力。戈尔巴乔夫试图从根本上清除这个“制度性障碍”，但因改革战略上犯了覆性错误，结果导致全军覆没。

鉴于此，中共在2015年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其中包括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关键少数”。“关键少数”的“上”是上层的团结，“下”是直接联系百姓的2000多个县委书记。如果上有团结的领导层，下有接地气即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县委书记，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盘就不会出问题，不会被动摇。

在从严治党中，不仅要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还要有向党中央看齐意识、守政治规矩、讲政治纪律、有正确政治立场和政治定力，即政治建党。对于“关键少数”，最重要的是重视其政治性。一些大案、要案的背后，如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等，不仅是思想出了问题，组织管理出了问题，而且问题出在政治上—他们在政治上另有所图。对于一个党治国家而言，党的团结是最宝贵的财富；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团结又不是必然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次的党内斗争或者“路线斗争”。鉴于此，政治建党对于“关键少数”尤其重要。

三、社会主义秩序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比较产生自信，但是也不能盲目自信，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民主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第一，社会主义民主是制度、道路，也是一种思想和思潮，因此，作为政治思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必然受到国际政治思潮的影响乃至冲击。第二，作为第一政治主体的“人民”，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公民个体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性质的组织，因此，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程度。第三，与此相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使得“人民”处于不同的结构或社会等级之中，顺其自然的市场化必然冲击着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人民”的权益。第四，在长链条的行政体制中，政府有脱离民众的危险。这样，社会主义民主至少面临着国际思潮、社会结构、官僚制以及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四大挑战”，其中根本性挑战是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由此也发生了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政治观念的深刻变化。市场经济趋向的改革，必然带来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形成长期讨论的而又难以避免的“强势”“弱势”结构问题。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必然造就各国都有的以资本力量来讲政治的阶层，相应地也造就一个无权无势的“沉默的大多数”。

市场经济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本力量集团，他们已经能呼风唤雨，巨大地影响着社会走向，比如资本所引导的消费主义的盛行。更重要的是，和其他国家一样，当资本集团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要在政治上发声或者寻求政治代理人，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更能够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从资本力量到资本权力的转化机制之一就是选举政治，国外是这样，国内也是如此。从湖南衡阳人大代表贿选，到四川南充党委会贿选，再到史无前例的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贿选案，都是资本权力直接控制政治权力的苗头。国家权力由政治权力（在中国就是党的领导）资本权力和社会权力构成。西方政治学理论把资本权力打包处理，包装在社会权力之中，与政治权力相抗衡。其实，资本权力哪能等同于一般民众的社会权力？那些行贿当选的“代表”代表的正是资本权力。这说明资本权力很容易和政治权力形成同盟关系。

很多国家的民主政治告诚我们：民主形式容易为各种利益集团所绑架，除了资本集团，还有包括家族势力和宗教势力在内的各种地方势力的介入，结果民主选举、公民社会组织等反而成为强化旧的社会结构的新形式而已。这样的选举政治强化了亨廷顿所说的“普利多社会”和米格代尔所说的由军阀、地主、部落酋长、商人所构成的“强社会”。在“强社会”的社会结构中，“人民”不过是原子化个人，其地位如鱼虾，选举权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安慰。因此，必须在发展民主政治中坚持共产党的人民性领导。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所在。

四、何谓“好政治”

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就开始探讨好制度所构成的好政治。现代社会的好制度无疑不同于古代社会，但是现代社会来自古代社会，因而现代性好制度必然要汲取几千年来人类赖于生存的基本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好制度来自传统性的权威与现代性的民主的统一性。

权威性秩序是民主的制度保障，但是带有权威光环的公共权力也可能被滥用，因此必须以法治来保障权力的正当权威性。这是人们追求法治的主要根据。另一方面，民主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分配权力的制度安排，不受约束的民主所产生的权力并不比其他权力形式更值得称道。因此，分配权力的民主同样需要法治的约束。

作为一套约束权力机制的法治，是现代性好制度的根本所在。但是，依法治国不是美国式的“政治司法主义”，政策如果靠司法判例去决定和实施，其政治后果就是如美国所显现的“否决型政体”—漫长的司法官司让政策难以形成。因此，虽然法治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其与民主和权威之间是一种动态平衡，法治不能伤害权威的有效性，法治要为人类福祉的增益服务。

如果说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是一般性政治原理，面中国人常说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简称“三统一”），其实就体现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

“三统一”很好地概括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定位，分别规定了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一府两院”的功能与行为规范。“三统一”制度暗合了好制度的一般原理，保障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巧合的是，福山为追求好政治所建构的“制度三支柱”，即强国家—法治—民主问责，似乎也都包含在中国的“三统一”制度中，中国的制度安排和政治实践体现了强国家、民主、法治的逻辑。

“三统一”制度不但符合好制度的一般原理，还直接表现在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上。历经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漫和“民主的衰败”尤其是血腥的“阿拉伯之春”，我们更加相信这样的道理：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但体现为制度形式是否符合各自的文明基因，更直接表现在国家治理能力上。好看的制度好听的理论，如果不能治理国家甚至祸及民生，那都是蛊惑人心的说辞而已。保障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的“三统一”制度，其比较优势已经得到证明。但是，要进一步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事关权威、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理论和制度安排，需要在政治理论上得到丰富，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作者杨光试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梭；杨森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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